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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葬俗在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中的指示意义

摘要：“考古学文化”本质上是对考古遗存的一种群体性分类，与古代族群有着复杂的对应关系。可
以通过不同的葬俗来区分一个考古学文化内的不同族群，也可以通过葬俗的一致性来确认使用不
同考古学文化的同一族群。考古学文化各方面要素与族属的关联性，葬俗最强，陶器次之，铜礼器又
次之，武器、工具最弱，葬俗在考古学文化族属研究中有很强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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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文化”目前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理
论的核心概念，并在长期实践中广泛应用。可
以说，中国广袤大地上从史前到青铜时代文
化发展序列、谱系源流，乃至区系类型，都是
建立在对各地考古学文化的识别和认识的基
础之上，考古学文化相当于中国考古学研究
巍巍大厦的“基石”。

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学术界基本取
得一致意见，即夏鼐先生所说“考古学文化是
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
定地方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1]史前
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一般用典型遗址小地点的
名称来命名；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在主体
族属明确的情况下，可以用族名来命名，如商
文化、周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对考古学文化
的划分标准，也基本采纳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
的意见，即一群经常、独有地共出的类型品[2]。
由于在史前时期陶器被大量使用，且变化敏
感，对把握文化特征、分析文化谱系具有其他
人工制品无法替代的作用，所以“基本上一致
采用陶器这种类型品作为划分考古学文化的
标志”[3]。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铜器也被大量使

用，且更多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层建筑的内容，
所以铜器群也成为界定考古学文化的重要参
考。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考古学文化”本质
上是对纷繁复杂的考古遗存现象的一种群体
性分类[4]。既然是分类，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研
究者的主观性。已有学者意识到考古学文化
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考古遗存的群体性是客
观的；另一方面它又有人为规定的性质，是人
的认识和客观遗存之间的中介[5]。上世纪80年
代以来西方考古界出现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
质疑，认为考古学文化不是一个客观实体，而
是考古学家创造出的一种“分析工具”，且带
有政治目的[6]。这其实是通过夸大其主观性而
否定其客观性。应该说，科学允许犯错，但不
能容忍混乱无序。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是每
个学科必经的步骤，自然科学也不例外。即便
是自然学科的分类也带有主观性，也不能穷
尽这个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到目前为止，还
没有其他概念比“考古学文化”能更好揭示考
古遗存的群体性，在这方面它依然无可替代，
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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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遗存说到底是由古代人群创造、使
用和遗留下来的。“考古学文化”在提出之时，
就被认为可以与特定人群相对应[7]。探讨考古
学文化背后的人群共同体，即族属研究，是
“透物见人”“由物及人”必不可少的环节。关
于其必要性和意义，李伯谦先生已经做了很
好阐释，并认为将某一考古学文化与文献中
某族对应起来，二者需要在年代、分布地域、
文化特征、社会发展阶段、周邻关系五个方面
基本吻合，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8]。

由于考古学文化内部并不单纯，分布边
界有时不清晰，划分上又有或多或少的主观
性；古代族群也存在分化、融合、同化、征服等
复杂情况。因此，将考古学上文化与文献记载
族群相对应的做法，在西方一直受到怀疑，乃
至尖锐的批评；悲观者甚至认为这种做法是
徒劳无益的[9]。事实上，我国学者早已注意到
族属研究的复杂性，俞伟超先生曾说：“一个
考古学文化所包含的族属往往不止一个；而
一个族属，也可能创造出一个以上的文化（至
少是类型）。”[10]并例举寿县蔡侯墓、随县曾侯
乙墓，从所出器物风格上看，可归入楚文化范
畴；楚将庄蹻曾率众占领云南滇池一带的滇
国，但滇池周围那段时间却不见楚文化的踪
影[11]。李伯谦先生说：“在考古学文化与人们共
同体、与族的对应问题上，有时也会出现十分
复杂的情况，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一个考古学
文化可以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所使用，一
个族也可以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考古学文
化。”[12]并例举曲阜鲁故城发掘的周代甲、乙
组墓，分属被同化的土著夷人和姬姓周人[13]。

那么，在考古学上如何区分使用同一个
考古学文化的不同族，又如何确认使用不同
考古学文化的同一族，这就涉及到考古学文
化各方面内涵与族属的关联性。

考古学文化是一个遗存的共同体或者说
综合体，其各方面要素，或者说各项内容，包
括居址布局、建筑类型、墓形、葬式、随葬品组
合、生产和生活工具、武器和装饰品等等，涵
盖了一切可见的遗迹和遗物。考古学文化自

成体系，文化之间的区别，往往在各方面都有
所体现。应该说，这些内容均与创造及使用它
们的人群有或多或少、或强或弱的联系。其
中，包括墓向、葬式、墓型、殉牲、殉人、车马殉
葬等方面在内的“葬俗”与人群共同体的关联
性最强，是识别族属、判断族源的有效标准，
在族属研究中有很强的指示意义，应该予以
足够的重视。

一、区分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内的
不同族群

一个古代族群往往有一个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其势力扩张后会征服周
边族群，建立一个跨族的政治体，可能是复杂
社会（酋邦），也可能是国家。这个政治体的主
流文化，是以统治者族群原来的文化为基础再
吸收其他因素而形成的，被全社会学习和接
受。当然，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族群，对这种主
流文化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有所选择；其自身
根深蒂固、较少功利色彩的传统，比如葬俗，
往往会保留下来。早期国家的族系结构、族际
关系比较复杂，纵向有臣属关系，横向有联盟
关系，不同族保留自身某方面的传统礼俗，是
很自然的事。这些礼俗如果不干涉现实政治，
统治者也很少过问。同一政治体内各族往往共
建、共享同一个手工业体系，这就使以铜、陶
器物群来界定的考古学文化内的不同族，可
以通过不同的葬俗区分开来。比如在周文化、
晋文化、秦文化、楚文化中都存在这种现象。

1.周文化中周人与殷遗民的区分。
广义的周文化指西周时期周人与其他关

系密切的族群创造并使用的考古学文化。西
周时期的周文化以丰镐和周原遗址为代表，
也包括诸多地方封国的遗存。其陶器群以联
裆鬲为核心，还流行簋、豆、罐、瓮、盆、盂等器
类，铜器群以鼎、簋为核心。周文化的分布与
西周疆至大体吻合。

武王灭商、周公东征后，把大批原居东方
的殷商遗民强制西迁到成周、丰镐、周原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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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集中监管起来，加以控制利用；还把一部分
殷遗族赐给分封的诸侯，如鲁、卫、燕；甚至把
一部分人派驻到泾河上游戍守西北边疆[14]。这
就使殷遗民与周人在中心国都、封国都邑及
西土故地普遍杂居共处。当然，这种杂居属于
“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即周人与殷遗在都
邑中各有自己的居住区和墓地。比如在东都
洛邑，在瀍河以东的塔湾一带发现殷遗民墓
地，瀍河以西的北窑一带则有周人贵族墓地
和铸铜遗址。在丰镐遗址，沣西张家坡村西及
西南分布着周人墓地，如井叔墓地；在村东、
南及沣东的花园村、普渡村一带分布有殷遗
民墓地[15]。在周原遗址，既有黄堆、贺家等典型
的周人墓地，也有齐家、李家等殷遗民墓地；
姚家墓地的西区、北区属周人，南区属殷遗
民[16]。在琉璃河燕都遗址，城址东侧的Ⅰ区墓
地属殷遗民，Ⅱ区墓地属周人[17]。在泾河上游，
既有灵台白草坡等殷遗民墓地，也有崇信于
家湾等周人墓地。这种不同族系人群普遍杂
居共处的现象，说明西周国家的地缘性较以
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些殷遗民墓与周人墓，在出土器物形
态上几乎没有区别，在随葬器物组合上有所
区别，在葬俗上有显著的区别。前者陶器种
类、数量较多，组合为鬲、簋、豆、盆、罐，存在
“偶数同形”现象[18]；铜容器重酒器，上有日名
族徽，很少出铜武器及工具，墓内不见车马
器；东西向墓型居多，多有腰坑、殉狗、殉人；
马坑中葬马多杀殉，车马坑中车、马按驾乘状
摆放。后者在陶器随葬上比较简约，种类、数
量较少，往往出单鬲或一鬲一罐；铜容器重食
器，出青铜武器和工具，墓内常出车马器；绝
大多数为南北向墓型，腰坑、殉狗的比例很
低，很少见到殉人；马坑中葬马多活埋，车马
坑中车、马按闲置状态摆放，流行拆车葬。这
些区分标志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改朝换代后殷遗民接受了周式器型，但
礼器使用、随葬陶器组合自有特点，葬俗方面
更是顽固坚持了殷墟商文化的传统。最典型
的例子莫过于上世纪60、80年代在沣西发掘

的三座随葬高领袋足鬲的墓葬[19]。这三墓皆为
东西向墓型，二层台上多有殉人，墓底有腰
坑，坑内殉狗。随葬陶器为高领袋足鬲、圆肩
罐，铜礼器为柱足鼎、方格乳钉纹簋。发掘者
主要依据高领袋足鬲判断墓葬年代在灭商前
的先周时期。雷兴山先生指出其葬俗来源于
殷墟商文化，高领袋足鬲属该类器物的最晚
形态，墓葬年代应已进入西周纪年[20]。近年发
掘的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证明高领袋足鬲年代
下限确实晚至周初[21]。说明商灭亡后不久被迁
至沣西的殷遗民，还曾接受并使用高领袋足
鬲这种周人以前习用的器物，葬俗在判断族
属方面显然要优于器物。

2.晋文化中晋人与唐人，赵与韩、魏的区
分。

晋文化指周代晋系考古学文化，即西周、
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韩、赵、魏三国的考古学
文化[22]。西周时期以周文化为主体，齐、鲁、晋、
燕、秦等国文化其实属于周文化的地方类型；
东周时王室衰微，周文化衰落，列国文化自身
特点增强，发展成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西周
早期晋文化与周文化区别甚微，西周中后期
区别变大，东周时形成了自己的特征[23]。

周公灭唐后，叔虞被封于唐。据《史记索
隐》，陶唐氏后裔刘累被夏孔甲封于“大夏”，
是为唐国[24]。古唐国经历夏、商二代，其国人及
遗民可统称为“唐人”。叔虞封唐后，遂形成姬
晋人群与唐人杂居共处的局面。叔虞封邑对
应的遗址目前还不明确，但“唐”的地望大体
不出临汾盆地的范围。至叔虞子燮父迁到晋
地，改国号为晋，并改称晋侯[25]。燮父新都，即
今天的天马—曲村遗址。

除了晋侯墓地，在该遗址西部的邦墓地
还发掘了675座西周至春秋早期的中小型墓
葬。按墓向分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北向墓，占
半数以上；另一类是东向墓，约占1/3。另有少
量西向和南向墓。同类墓分布较为集中，既有
铜礼器墓，也有陶器或无随葬品的墓；两类墓
又有交错，从总体分布上看不出等级或年代
的差异[26]。谢尧亭先生详细比较了发掘区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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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墓，认为它们分属不同的人群，北向墓属周
人（晋人），东向墓属唐人；西向墓流行腰坑、
殉狗，属殷遗民[27]；其说可信。晋人墓与唐人墓
在器形上几乎没有差别，在器物组合上略有
区别（如前者更重视鬲的使用），在墓向上的
区别最明显。

这两类墓当然都属于晋文化。周灭唐后，
唐人没有被周完全同化，其传统还有所保留，
这从葬俗（墓向）上可以识别出来。天马—曲
村遗址没有晚商遗存，它作为一处新都，其中
唐人应是随燮父从临汾盆地迁徙过来的。在
洪洞县坊堆—永凝堡西周遗址也有两类墓并
存的情况，东向墓主要分布在遗址东部的坊
堆村一带，北向墓分布在遗址西部的永凝堡
附近[28]。该遗址曾出带字卜骨，级别较高，有学
者认为可能是晋国始封地[29]。

上世纪30、50年代在辉县琉璃阁发掘的
东周墓地，既有墓甲、墓乙等大型墓，也有中
小型墓，总数有115座[30]。墓地的年代属春秋中
晚期至战国早期。关于墓地的国别族属，在学
界争议很大，有卫国公室[31]、晋国范氏[32]、魏贵
族或魏氏等不同说法[33]。该墓地绝大多数为东
西向墓型，死者头向东（包括大墓），仅西区少
数小墓为南北向。刘绪先生注意到其墓向与
姬姓周人不同，如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公墓地
就是北向墓，因此赞成族属是晋卿范氏的意
见[34]，有理有据。卫、魏均为姬姓，已知大墓均
为南北向，可以被排除。范氏为祁姓，远祖为
陶唐氏，在周为唐杜氏[35]，族源与古唐人有关；
琉璃阁大墓的葬俗与天马—曲村及坊堆—永
凝堡遗址的东向墓是一脉相承的。

韩、赵、魏本是晋国卿族，公元前376年三
家分晋。赵为嬴姓，与秦同祖。韩、魏均姬姓，
属广义上周人。三晋虽然分裂，但文化上共性
很强，器物群风格基本一致。赵与韩、魏分属
不同族系，在葬俗上各有特点，在王陵上表现
得尤为明显。

目前发现的东周时期高规格赵墓均为东
西向墓型，且多有殉人。如太原金胜村M251，
被认为是晋卿赵鞅之墓，死者为头向东的仰

身直肢葬，墓内有4具殉人[36]。战国赵王陵位于
邯郸故城西北，陵园内大墓为东西向中字形
墓。如2号陵园内有并列两座带东西墓道的
中字形墓，总长度约142米，以东墓道为主墓
道[37]。在3号陵园发掘的周窑M1亦为东西向中
字形，东墓道内有车马坑，西墓道内有殉葬
（人）坑[38]。韩、魏的墓葬遵循了周人传统，为南
北向墓型及头北足南葬式。战国韩王陵位于
郑韩故城西郊，在许岗村发现4座并列大墓，
均带南北两条墓道，以南墓道为主墓道，平面
呈中字形或扁担形[39]；在胡庄发掘的两座韩王
及王后的大墓亦为南北向中字形[40]。上世纪50
年代发掘的辉县固围村大墓可能属魏国王室
显贵，在长方形台基上并列三座南北向中字
形墓，以南墓道为主墓道[41]。从韩、魏王陵的例
子可以看出，从周初到战国晚期800多年时
间，经历改朝换代、政局变幻，文化面貌已经
面目全非，但周人葬俗的基本特点一直未变，
被顽固地保持下来。

3.秦文化中秦人与周余民的区分。
秦文化指以秦人为主体的人群创造并使

用的考古学文化。春秋时期秦文化器物群自
身特点显著，墓葬铜器流行鼎、簋、方壶、盘、
匜（或盉）的组合，铜鼎立沿耳、大圜底、蹄足
粗壮；陶器流行鬲、盆、豆、罐及陶礼器组合，
陶鬲联裆、锥足带麻点。

西周时期秦人活动于陇右一带，周室东
迁后秦人进入关中西部，并将版图向东推进。
据《史记·秦本纪》，秦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
年）“收周余民有之”，领土扩张至岐。当时秦
人是外来户，“周余民”却是关中土著，即平王
东迁之后遗留在关中王畿之地以姬姓周人为
主的民众。可见春秋早期秦国的人群构成并
不单纯，既有秦人，也有周余民。

多年考古工作揭示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
秦人墓的葬俗特征：东西向墓型，死者头向
西；贵族墓多有腰坑、殉狗、殉人；墓内不随葬
车马器，墓外东南有车马坑，车、马按驾乘状
摆放；不流行棺饰。如礼县大堡子山、西山坪、
圆顶山，甘谷毛家坪、凤翔孙家南头等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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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征使我们很容易能将与之不同的周余
民墓识别出来。如陇县边家庄墓地[42]，为春秋
早期秦国墓地，所出铜礼器的形态、纹饰、组
合与秦人墓完全一致，当然可以归入秦文化
范畴。但该墓地的墓葬均为南北向墓型，死者
为头北足南的仰身直肢葬式，无腰坑、无殉
狗、无殉人，墓内随葬车马器和铜翣，并用陶
珠、石贝、铜鱼、陶磬形饰缀成棺饰，椁盖板上
放置木辇和木俑。边家庄墓葬的葬俗沿袭了
西周晚期周人墓的特点，而与秦人墓大相径
庭，墓主应为周余民。

边家庄有铜五鼎墓8座、三鼎墓3座，墓地
规格较高，说明当时的周余民很受优待，位居
秦国社会的上层。这些周余民在提升秦国的
文化程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秦人对宗周
礼乐文明的吸收，也可能主要通过周余民来
实现。但自春秋中期以后，秦国内再也不见边
家庄那种特征鲜明的墓葬，周余民可能逐渐
被同化，融合到了“秦人”这一人群共同体之
中。

4.楚文化中楚公族与其他族氏的区分。
考古学上的楚文化，“就是中国古代楚人

所创造的一种有自身特征的文化遗存”[43]。楚
文化的创造、使用者以楚人为主体，也包含其
他关系密切的族群。西周时期楚文化受周文
化影响很大，但“楚式鬲”的特点已有显现；东
周时期楚文化自身特征加强，铜器群有鼎、
簋、瑚、豆、敦、壶、缶、盘、匜等器类，以束腰平
底的升鼎最具特色；陶器群有鬲、豆、盂、高领
罐、长颈壶等，以高足的楚式鬲为代表。

楚人芈姓，楚王族为熊氏。春秋时期楚国
以江汉平原为中心，扩张到鄂西北、豫南、湘
西、湘中等地；战国时期进一步扩张到淮河中
游和长江下游，最盛时奄有大半个南中国。楚
在扩张过程中兼并了许多周邻国族，如江、
六、蓼、申、蔡、陈等等。这就形成了楚国疆域
之内芈姓楚人与当地土著，以及灭国遗族等
不同人群共存的局面。即便是臣属于楚的附
庸国，受楚的强势影响，有些也会接受、使用
楚文化。

芈姓楚公族的墓葬在葬俗上有其自身特
点，并长期保持不变：东西向墓型，死者为头
向东的仰身直肢葬式；车马坑位于主墓之西，
为南北纵长方形，坑内车、马呈驾乘状南北单
列摆放，车辕向西，部分车马器置于墓内。如
淅川下寺楚墓[44]，属于薳氏家族墓地，二号墓
墓主为楚康王时任令尹的薳子冯（倗）；薳氏
与楚王族同出，是楚公族中分立最早的显族[45]。
又如荆门包山楚墓[46]，墓主为楚左尹昭佗，昭
氏出自楚昭王。又如熊家冢楚王陵[47]、淮阳马
鞍冢楚墓等[48]。战国时楚贵族大墓多带斜坡墓
道，一般为墓道朝东的甲字形；个别如马鞍冢
楚墓为东西向中字形，以东墓道为主墓道；车
马坑与主墓的位置关系，及坑内车马的摆放
方式，均沿袭了春秋以来的习惯。

其他族氏与楚公族在葬俗上的差异一目
了然。如前所述，寿县蔡侯墓可归入楚文化，
但该墓为南北向墓型，从墓内器物分布及人
骨朽痕看，死者为头北足南的仰身直肢葬式。
蔡为姬姓，保留了周人的丧葬传统。位于纪南
城东约30公里的天星观一号楚墓[49]，为带多级
生土台阶的甲字形墓，墓形、棺椁、器物均具
有强烈的楚式风格，与同处纪南城周边的包
山楚墓看不出什么区别；但墓葬为南北向，墓
道朝南；据墓内简文，墓主是邸阳君潘胜。潘
氏是己姓番国后裔，楚灭番后其族人仕楚为
臣[50]，最有名的是楚穆王时的太师潘崇。潘氏
虽然几乎完全接受了楚文化，但在墓向上还
保留了本族的特点。另如南阳楚国彭氏家族
墓地，发现五组八座墓，年代为春秋中晚期。
据铜器铭文墓主曾任楚申县的长官，即“申
公”[51]。彭氏为彭国公室庶支后代，曾出仕申
国，楚灭申后被任命为“申公”，管理申国故
地。彭氏墓葬均为南北向墓型，死者头向南，
车马坑位于主墓之北，车辕向北，与楚公族的
葬俗大不相同。

二、确认使用不同考古学文化的
同一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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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族群的人使用不同考古学文化的情
况其实是大量存在的。古代国家之间的边界
划分并不明确，也无后世那种边防哨卡，很难
阻止民众往来。在一国发生政变、内乱时，失
败者往往会携其族人投奔他国，如王子朝奔
楚 [52]，后子针奔晋 [53]。招揽他国人才为己所用
更是不乏其例，如申公巫臣、析公臣等楚材被
晋所用，秦穆公用由余、百里奚等人。这些投
奔他国的人自然会接受、使用所在国的文化。
两国交战，归降者生活在敌国，也会接受敌国
文化，如李陵降匈奴，多年后已“胡服椎结”，
饮食器具与匈奴无异；那些归降汉朝的匈奴
部众，被安置在汉郡，或被编入汉军，其文化
不可避免受汉的影响，有的甚至汉化很深[54]。
当然，这都属于一个族群中的少数人使用与
己族不同的文化，至于一个族群同时大规模
使用不同考古学文化的情况，还很罕见，目前
还缺乏例证。

考古学上更多能观察到的是同一族群先
后创造或使用两支考古学文化。这又分两种
情况：一种是改朝换代后，被征服族群转而使
用统治者族群带来的文化。如前述殷遗民在
西周时期普遍接受、使用周文化，殷人的文化
自然经历了从商文化到周文化的转变。另一
种是在没有异族入侵或外力干预的情况下，
某一族的文化面貌在短期内自行发生了大的
改变，器物群风格发生了突变。突变的原因，
是由于巨大的社会变动或剧烈的社会变革，
人群共同体主动大幅度吸收外部因素，从而
使文化面貌改观，如秦文化在战国中期偏早
阶段的转型。但无论哪种情况，人群的葬俗都
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就使我们可以通过葬俗
来确认先后使用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同一族，
这在缺少文献记载或出土文字资料的情况下
尤其有用。下面举例予以说明。

1.长武碾子坡遗址商代、西周遗存的族属。
上世纪80年代在碾子坡遗址发掘的商周

时期遗存有居址和墓葬，居址属先周早期，墓
葬分属先周早期、先周晚期、西周早中期[55]。居
址和先周早期墓葬的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前

后，先周晚期墓葬相当于商代末期[56]。该遗址
商代遗存的族属在学界争议很大，有先周[57]、
姜戎[58]、阮人[59]、豳人[60]、密须等不同说法[61]。

居址出土鬲、甗、甑、豆、盂、盆、罐等器
类，以高领袋足鬲和分裆袋足甗为代表。商代
墓葬有随葬品的绝大多数仅出一件高领袋足
鬲。该遗址商代遗存以高领袋足鬲为特色，被
命名为“碾子坡文化”[62]。发掘的47座西周墓
有随葬品的多为单鬲组合，少数为鬲、罐或
壶。陶鬲绝大多数为联（或瘪）裆鬲，还有少量
灰陶绳纹袋足鬲。从器物群面貌可以将西周
时期遗存归入周文化。姑且不论“碾子坡文
化”的命名是否妥当，该遗址商代、西周的遗
存应分属两支考古学文化。

然而，该遗址商代、西周墓的葬俗却表现
出很强的连续性。虽然先周早期墓以头向北
居多，先周晚期、西周墓以头向东居多，但三
个时期在葬式上保持了高度一致性：均以俯
身葬和仰身葬为主，二者比例相当，前者只见
于男性墓，后者只见于女性墓。这种一致性说
明三个时期的墓葬在族属上相同，属于一个
整体，不可分割。从墓葬分布上看，西周墓位
于先周晚期墓的北侧和西侧，是后者的自然
延续，也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碾子坡商
代及西周时期的人群，先后使用了两支考古
学文化。

目前已知的数量众多的周人墓均不采用
俯身葬，目前已知的西周俯身葬墓均属周人
之外的族群，从已知推未知，可知碾子坡西周
墓绝非周人遗存；由此可上推该遗址商代遗
存的族属也绝非周人[63]。与泾河上游周边遗址
比较，它也不是“阮”“共”之类的东方部族；是
否为“豳人”无从判断；作为密须氏倒有可能，
但还有待将来考古工作的验证[64]。

2.黄陵寨头河、史家河战国墓地的族属。
近年发掘了陕北黄陵县寨头河和史家河

墓地[65]。前者皆竖穴墓，与后者的27座竖穴墓
均属战国早中期，为同一人群的遗留。这些墓
大多为东西向，死者多为头向东的仰身直肢
葬。随葬品的构成中，以铲足鬲和各类罐为代

125



表的西戎文化因素最多，其次为罐式鬲、豆、
铜兵器及车马器等晋系文化因素，再其次为
鍑和各类佩饰等北方因素。发掘者认为它们
属于魏国统治下的一支戎人[66]。“西戎文化”不
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但这两处墓地战
国早中期的墓葬有其自身特征，与周边的秦、
魏均不相同，文化上尚未命名，所以可以暂用
“西戎文化”来称呼这类遗存。

值得注意的是，史家河墓地还有10座洞
室墓，包括直线式和偏洞室两种，年代属战国
晚期。随葬陶器多釜、罐、缶、壶，为典型的秦
式风格。陶缶肩部戳记“上市”陶文，“上市”即
上郡市亭的简称，说明墓葬的年代在秦设上
郡筑长城之后。这10座墓的墓形、器物群风格
与战国晚期秦墓无异，自然可以归入秦文化。

然而，史家河的战国晚期墓死者头向东，
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不见屈肢葬；与秦平民墓
长期流行的头向西的屈肢葬迥异，却与该墓
地及寨头河墓地的战国早中期墓相一致，说
明其族属不是秦人，而应与前一阶段一样为
西戎。西戎的这支人群在被秦统治之后，转而
接受并使用了秦文化，但在葬俗上还保持了
本族的特点。

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子午岭以东、黄河
以西、黄陵以北的地区在战国时期活动着义
渠戎[67]。义渠在战国早中期对魏称臣，又筑城
自守，与秦争锋。秦昭王灭义渠后筑长城，将
大批义渠部众纳入自己的统治。这些义渠遗
民受秦影响，接受秦文化的墓形、器物是很自
然的事。因此，寨头河、史家河墓地的族属具
体说应是义渠戎。

3.秦文化的转型。
陈平先生曾将东周秦墓铜容器分为“春

秋型”和“战国型”两大器群[68]，前者年代为春
秋至战国早期，基本组合为立沿耳外撇的盘
形鼎、圈足簋、“大帽压顶”式方壶、管状足的
方体甗、盘、匜等；后者年代为战国中晚期至
秦代，组合为附耳圆腹矮蹄足鼎、圆壶、平底
的圆体甗、铜釜、铜鍪、蒜头壶等。两大器群年
代上前后衔接，各自内部器形的变化是连续

性的，但二者之间风格迥然不同，看不出有什
么联系。日本学者冈村秀典也有类似认识[69]。
秦铜容器面貌在战国早、中期之际发生了突
变。

不仅铜容器，在铜兵器、陶礼器、日用陶
器、器用制度、墓形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同
步变化。秦文化在战国早、中期之际发生了全
面而深刻的巨变，整个东周时期的秦文化以
此为界可分为“春秋型”“战国型”前后两型。
秦文化的转型，属于考古学文化的突变[70]，如
果在史前时期，秦的新、旧两大器群，会被视
作两支考古学文化。

得益于较为翔实的文献记载，以及数量
可观的出土文字材料，我们知道前、后两型文
化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的主体族群都是秦人。
其实，即便没有文字资料，也可以通过葬俗的
一致性判断出前后两型文化的族属相同。西
周晚期至战国早期的秦墓绝大多数为东西向
墓型，死者普遍头向西。高级贵族用仰身直肢
葬，中下贵族及平民墓流行下肢踡屈特甚的
屈肢葬式；战国中晚期秦墓依然保持了这个
传统，即东西向墓型和头向西的屈肢葬，这在
各地发掘的数量众多的中小墓葬中已有充分
反映。战国秦王陵大多为东西向的亚字形，坐
西向东，以东墓道为主墓道。器物群大变而葬
俗不变，可见葬俗的顽固性。

三、考古学文化各方面要素与族
属的关联性

综上所述，一个考古学文化内部有不同
的族较为常见，但其中往往有一个主体族群，
其他族则为其从属或附庸，若能与文字材料
印证，可以用主体族群的名称来命名该文化。
不同的族可以通过不同的葬俗识别出来。至
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先后被不同的族交替使用
的情况，目前在考古学上还没有发现例证。一
个族群的少数人使用与己族不同的文化的情
况大量存在，但一个族群同时大规模使用不
同考古学文化，或者说两个考古学文化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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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一个族的情况，还比较少见。一个族群
先后使用不同考古学文化的情况是客观存在
的，不乏其例，可以通过葬俗确认其族属的一
致性。

考古学文化各方面要素与族属的关联
性，葬俗最强，陶器次之，铜礼器又次之，武器
和工具最弱。

葬俗浓缩了人群的丧葬观念，反映了人
群沿袭已久的习俗或信仰，其中包含人群对
死亡的特定态度和看法。如周人长期流行北
首葬，可能与《礼记》所言北方是幽冥所在、灵
魂归宿有关[71]。秦人长期流行西首葬，观念上
显然与之不同。《礼记》还说夏人认为死者无
知而用明器下葬，殷人认为死者地下有知而
用祭器下葬；周人将信将疑，所以二者兼用[72]。
这个说法在考古材料有所体现，如殷人按驾
乘状殉埋车马，完全按照生前使用状态；周人
也用真车马殉葬，但车、马分离呈闲置状态，
且流行拆车葬，还有“毁兵”习俗，反映了周人
对死者既尊重、又畏惧的心理。丧葬观念是一
个族群文化心理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
族群之间在葬俗上很难交流、传播。另一方
面，葬俗与现实生活基本无关，最少现实功利
色彩，统治者很少过问，这就使它能保持惯性
被代代传承下去，有较强的保守性和稳定性。
因其“无用”，反倒成为考古学族属研究中最
“有用”的指标，与人群的契合度最高。

当然，事无绝对，总有例外。偶尔也会有
一个族的少部分人使用与己族有所区别的葬
俗。如在湖北随州发现的曾国墓地，从西周早
期的叶家山，到春秋时期的郭家庙、枣树林墓
地，墓型为东西向，死者流行头向东的仰身直
肢葬[73]。据铜器铭文，曾为姬姓。曾墓东向，与
周不同，其原因还有待探讨。曾国毕竟是极罕
见的个例，不妨碍关于周人葬俗总体规律的
认识。

葬俗也不是永远不变的，会随着族群之
间的融合而逐步改变，乃至消亡。比如秦人流
行六百多年的屈肢葬，进入汉初后葬式由屈
肢变为直肢。当然在关中和豫西发现的西汉

早期秦人后裔墓，大多还保持着头向西的传
统。至西汉中期以后，已经很难确认具有自身
特点的秦人（或后裔）墓。在这个过程中，秦人
与楚人、齐人等其他族群逐渐融合，至西汉中
期形成了一个新的范围更大的族群———“汉
人”。从这个角度说，葬俗的改变往往意味着
族群边界的消失，或者是旧族的消亡，或者是
新族的产生。

陶器与人群存在关联性毋庸置疑，如商
式分裆鬲之于殷人，联裆鬲之于西周时周人，
“楚式鬲”之于楚人。陶器属于日常生活用品，
容易破碎，不适宜于远距离传播或流通，有一
定的地域性，与使用它们的人群有一定的契
合度。但一个考古学文化的陶器群会被其中
不同的族共用，如西周殷遗民墓中经常随葬
联裆鬲，周人墓中也偶尔会随葬商式分裆鬲，
因此陶器与族的关联度弱于葬俗。

一个考古学文化只有一种器物群，未闻
同时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者。目前通行的按陶
器或铜陶器物群划分考古学文化的做法有其
合理性。共用一个器物群意味着共建或共享
同一个手工业体系。相同的器类、器形反映出
相同的饮食习惯和起居生活方式，以及共同
的审美观。器物群有明确的时间和空间属性，
不同器物群可以共时，但在空间上不会重叠；
或在空间上重叠，但在时间上有先后。如果承
认“考古学文化”存在的必要性，就要对其进
行划分，目前还找不到比器物群更适合的标
准。葬俗肯定不行，如前所述，西周时期殷遗
民墓和周人墓在大范围空间分布上有很大程
度的重合，若按不同葬俗划分文化，两个文化
在空间上就重叠了，也就失去了区分的意义。

铜礼器既是贵族的日用品，也用于祭祀。
就商、周时期的考古发现而言，一个文化铜礼
器群与陶器群的分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重合
的，铜礼器也一样能起到文化划分、分期、断
代的作用。但铜礼器质地坚固、不易损毁，属
珍稀物品，有时会传播到所属文化之外较远
的地方。如在碾子坡遗址的窖穴中就出有商
式风格的2件铜鼎、1件铜瓿，但泾河上游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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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化分布区。甚至在青海西宁卡约文化墓地
都出有1件商式分裆铜鬲，年代属商代早期[74]。
又如在辽宁喀左大凌河两岸历年发现的铜器
窖藏，年代主要属商末周初，器形风格与殷墟
和琉璃河遗址的同类器一致，其中还有燕器，
但那里属魏营子文化的分布范围。

此外，在三代铜礼器还是权力地位的象
征物，有较强的政治意义，一个文化的铜礼器
会被不同朝代、不同国族的统治者拥有，并引
以为荣。《左传》记载三代更迭，九鼎迁易[75]。周
灭商后确将商王朝的宗彝宝器分赐给诸侯、
卿士，在西周早期的周人墓中时有殷人铜礼
器出土。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出土的铜礼器中
殷人旧器居多，带日名和族徽，当然不能据之
判断墓葬族属为殷遗民：其墓形为南北向，无
腰坑殉狗，椁盖板上殉车；北、东、西三面墓壁
带壁龛，中置器物；且出高领袋足鬲这种先周
文化常见的陶器，所以学界倾向于墓主是姜
姓或姬姓的周人[76]。因此，铜礼器与使用者在
族属上的关联性，要弱于葬俗和陶器。

兵器和工具便于携带，不易破碎，实用性
很强，容易发生大范围交流及远距离传播，分
布地域很广，往往被多个族群共用，与人群的
契合度最低。如包含马具、武器、动物纹样的
“斯基泰三要素”广泛分布在西起黑海，东至
乌拉尔山两侧的欧亚草原，并影响到中国北
方。又如源自西亚地区的管銎斧，在陕北、晋
北、冀北、内蒙古中南部都有发现，甚至在殷
墟也有出土[77]。又如塞伊玛一图尔宾诺式倒勾
铜矛在俄罗斯乌拉尔地区、阿尔泰山北麓、青
海西宁、河南淅川、安阳殷墟等地的发现 [78]。
又如汉通西域后，汉人传授西域诸国铸造
铁兵器，《汉书·西域传》说：“自宛以西至安息
国……其地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
降，教铸作它兵器。”在中亚康居、月氏等国的
墓葬也发现了扁茎一字格的汉式铁剑[79]。可见
兵器、工具与使用者在族属上的关联性最弱。

考古学文化各方面内涵要素与族属关联
的强弱程度，恰好与其跨族传播的难易度成
反比。越是实用性、技术性的东西越容易传

播，容易被多个族群共用，通过它来识别使用
者族属的难度就越大。越是不具有实用性的，
反映风俗习惯、信仰观念的东西越不易传播，
很难被他族接受，反倒成为界定使用者族属
的有效指标。李伯谦先生曾指出，各方面要素
的传播之所以有难易，主要还是传播受体的
原因，“像技术方法这类因素，对于促进自己
本身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当然乐意接受，而社
会组织和风俗习惯、思想观念这些因素，有的
可能不符合自身的需要，有的还可能会威胁
到自己传统的延续乃至社会的稳定，当然就
要竭力排斥”[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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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of Funeral Customs for Studying Ethnicity in Archaeological Studies
LIANG Yun, AN Tingyu
(Xi’an, Shaanxi 710127)

Abstract: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are essentially a categorization of archaeological remains that
have intricate correspondences with ancient ethnic groups.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within an archaeo-
logical culture can be distinguished through distinct burial customs, while the consistency of burial cus-
toms can confirm the presence of the same ethnic group across different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Among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burial customs are most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ethnic i-
dentity, followed by pottery, and then ritual bronzes. Weapons and tools have the weakest correlation
with ethnic identity. Therefore, it can be argued that burial customs strongly indicate ethnic identity in
the study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Keywords: archaeological culture; ethnicity studies; burial customs; indicative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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